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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日本为实现农业与非农产业平衡发展，推出

了多种旨在改善农业结构、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政策，但这些政策未能取得预期

成效，还使日本农业陷入明显的发展困境。其主要表现是，小微兼业农户长期居农

户多数，农业生产效率低、成本高、缺乏国际竞争力，并在发展上面临农民高龄化

和后继乏人的困局，还导致日本的食物自给率持续下降。日本社会中的多种经济、

文化因素导致了日本农业结构政策的失败。当前中国农业也面临许多与日本农业类

似的发展难题，了解日本农业结构政策的基本背景及其教训，有助于思考中国农业

如何才能避免日本农业所陷入的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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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 “隐性城乡分隔对农村发展的影响”的分报

告，项目主持人为朱玲学部委员。蒋中一、金成武、胡怀国、何伟参与研究讨论。

①　亦有人称之为 “农基法农政”。见东井正美 （１９９８：３２３—３５０）。

１９６１年，日本为扭转农业和非农产业间的发展失衡，出台了 《农业基本

法》。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转换农业、农村基本结构的政策，

希望由此改善日本农业的发展态势，确保日本农业的自立和持续繁荣。这套

政策也因此被统称为 “基本法农政”。①但就这套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基本

法农政”未达到预期目标。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这套政策在推进农业规模化

经营上乏善可陈，因而导致日本农业效率低、成本高、缺乏国际竞争力，还

使日本的食物供给安全失却保障。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里，国内学界对日本农业政策的认识以肯定日本农政实

践为主流，很少有人关心日本农业政策中的问题，致使国内学界对日本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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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政策的失误知之甚少。进入２１世纪后，日本政界和学界关于农政改革的

讨论空前高涨。受此影响，中国的农政研究者也开始注意日本农业政策中的

问题。但国内文献对这方面的反映尚处于零散议论状态，未见有全面分析日

本农政现状的，如胡霞 （２００９）、康伟立 （２０１８）、叶兴庆和翁凝 （２０１８）、朴

京玉 （２００９）、王应贵 （２０１５）等。这不利于我们认识日本农业结构政策的问

题和教训，也难以从中汲取有助于中国农业改革和转型的政策启示。

本文秉承政策评估上的实践检验原则，梳理日本政界和农经学界在日本

农业政策和体制改革上的主流判断，利用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权威资料和

数据，全面分析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日本农业结构政策的要点及其实效，希望

能有助于国内学界深化对日本农政现状及其问题的了解。

一、“基本法农政”及其实效

日本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进入了经济高速成长、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发展

阶段，随之而来的是非农产业用工需求激增，以及农业收入增长显著落后于

城市工薪收入增长。这引发了农村劳动者的大量离农，使日本农业开始面临

青壮年劳动力短缺问题，部分偏远山村还出现了人口 “过疏化”现象。同时，

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日本国民对农产品的需求不仅数量增加，而且结构也

趋于多样化。日本既有的农业生产无法满足这种需求转化，农产品进口量不

断增加，日本农业作为产业的自立受到挑战。为扭转这一趋势，日本政府于

１９６１年颁布了号称 “农业版宪法”的 《农业基本法》，拉开了日本新一代农

业、农村政策的序幕。

《农业基本法》的核心理念集中体现在其第一条规定之中：国家农业政策

的目标是发展农业并提高农业从业者的地位，即提高农业生产率以消除农业

与其他产业间的生产率差距，并通过提高农业从业者的收入使他们能过上与

其他产业从业者相等的生活。

围绕这一国策，《农业基本法》提出了 “有选择地扩大农业生产”“靠农

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并增加农业总产出”“改善农业结构”“稳定农产

品价格以确保农业收入”等政策重点。其中，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以改善农

业结构成为 “基本法农政”的政策核心。为此，《农业基本法》专辟第四章，

集中阐述了 “改善农业结构 （家庭农业经营、培育自立经营体）”的政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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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其中，第十五条规定，国家要通过家庭农业经营的现代化谋求家庭农业

的健全发展，并采取必要的政策培育家庭农业经营体，使它们尽可能多地实

现自立经营。这种家庭农业经营体的规模能保证正常构成家庭中的农业从业

者，在发挥正常效能的情况下基本实现充分就业，并可以获得能确保其过上

与其他产业从业者相等生活的收入。为维护农业规模化经营，《农业基本法》

第十六条还明确规定，国家要设立政策防止农业家庭在发生遗产继承时出现

资产 “细分化”。①

对此，日本学者小田切德美的概括是，当时的日本农政部门将 “小微农

耕”视为阻碍日本农业优化发展的 “根本问题”，并认定，这个问题引发工农

业收入失衡的基本机制是 “小微农耕→农业低生产率→农民低收入”。因而，

“基本法农政”的政策逻辑是 “改善农业结构→提高农业效率→工农业收入均

衡”（小田切
!

美，１９９９：１２３—１２４）。

由此可见，《农业基本法》是在经济高速成长导致农业与非农产业间生产

率差距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为应对一系列经济、社会挑战，实现

农业与非农产业均衡发展而提出的农政思路，其基本措施是推进农业规模化

经营，培育能自立经营的家庭农业，实现日本农业的持续高效发展。

围绕 《农业基本法》的目标，日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转换农业、农

村结构的政策措施。如１９６２年修订 《农地法》和 《农业协同组合法》，其中

包含三项较重要的制度变化：（１）撤销了原来关于自耕农拥有农地面积的上

限规定；（２）为培育基于协作生产的规模化经营体，在法律上认可了农业生

产法人制度；（３）为鼓励经由农协组织进行的农地租赁和转让，设立了农地

信托制度。另外，从１９６２年开始，日本政府启动了 “农业结构改善事业”。

该 “事业”包括了多种改善农业基础条件、促进技术进步的支农项目，如政

府资助农地整治，推广农机、农药、化肥等等。

１９６９年，根据 “基本法农政”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日本政府又出台了

一套被称为 “综合农政”的政策措施。它主要包括六个方面：（１）进一步扩

大农产品贸易自由化；（２）放松政府对大米生产和流通的管制；（３）完善城

乡土地规划，强化农地保护，限制农地的非农化转用；（４）修改 《农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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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对农地租佃权的保护，鼓励农地出租和转包，以促进农地流转；（５）创立

农民养老金制度，为高龄农民退休并让渡土地创造条件；（６）出台 《农村地区

工业等导入促进法》，鼓励工商业向农村扩散，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

机会，以便于有离农意愿的农民让出农地 （晖峻众三，２００８：２０７—２０８）。

在整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日本政府仍循这种结构改善的政策思

路，将促进农地流转和集中、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作为农业政策的重心，为

此出台和修改了多项涉农法律，① 还开展了 “加强农地利用事业”。

但是，这些政策努力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如小林肇、饭山昌弘 （２００１：

４１）所言：旧基本法所规定的目标是扩大规模以消除其他产业与农业间的生

产率差距和收入差距，但几乎所有农户的状态都与此相距甚远；旧基本法只

是在农户经济的某些方面实现了改善，但未能实现改善农业结构这个真正的

目标，也没能提高农业从业者的地位。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日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施压日本，要其改革经

济结构，实现两国贸易平衡。为此，日本政府于１９８６年提出了著名的 《前川

报告》，其中涉及农业领域的政策取向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扩

大农产品进口，缩小农产品的内外价差，彻底推行农业结构改革，等等。同

年１１月，日本政府 “农政审议会”发表了题为 “面向２１世纪的农政基本方

向”的政策宣言。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政策变动是，提出要向重视市场机制

的 “国际化农政”转变。为此，在农业政策上要弱化以保持农户收入稳定为

主旨的农产品价格政策，推行靠市场机制促进农户分化的政策 （
"

原正澄，

１９９８：３１１）。该政策宣言还提出，为了应对经济国际化，要确立 “能作为产

业而自立的农业”，以及 “在国内确保基本的食物供给力”（晖峻众三，２００８：

２４８）。

１９９２年，日本政府颁布了 《新食物、农业、农村政策的方向》（俗称

“新政策”）。其基本目标是 “尽可能保持和扩大农业生产，刹住食物自给率的

下降势头”，并期待通过淘汰低效率的小微经营体，在日本农业中创造结构改

革契机。“新政策”还提出了在１０年内培育 “高效稳定经营体”的结构改善

目标。紧随其后，１９９３年，日本政府推出了 《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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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１９７０年修订 《农地法》、１９７５年修订 《农振法》、１９８０年出台 《农地利用促进

法》等。



项法律的亮点是，凡以 “高效稳定经营体”为方向制定了改善经营计划的农

业从业者，由地方自治机构将其列为 “认定农业者”，并为其在农地集中、银

行融资、税收优惠、设备折旧等方面提供多种政策扶持。为便于贯彻这套政

策，日本再次修订了 《农地法》和 《农协法》。

１９９５年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成立，日本作为其成员国，须按 ＷＴＯ规

则调整农业政策体系和农政架构。为此，日本在１９９９年废除了１９６１年制定的

《农业基本法》，出台了 《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俗称 “新基本法”），

经济高成长时期的旧 “基本法农政”落幕。

２０００年３月，日本政府根据 “新基本法”制定了 《食物、农业、农村基

本计划》，再次强调了培育 “高效稳定农业经营体”的目标，提出要经由十年

的努力，至２０１０年，培育出３３万—３７万个家庭农业经营体和３万—４万个法

人经营体及生产组织，由他们作为 “高效稳定农业经营体”，在日本主要农业

部门的耕地面积和饲养头数中占有 ６０％—９０％的份额 （晖峻众三，２００８：

２６５—２７６）。

２００９年，日本对 《农地法》进行重大修订。这次修订针对现实中 “拥有

农地却未予充分有效利用”的问题，放弃原法中强调农地归耕种者所有的

“自耕农主义”立场，转而强调保护优质农地和有效利用农地的原则，并将高

效利用农地定为农地所有者的法律义务。为此，这次法律修正进一步鼓励了

农地租赁，并强化了对弃耕地和农地非农化转用的管制 （桥本贵义，２００９：

２０—２８）。这是一次主攻农地撂荒和废弃的制度修改，涉及日本农地管理制度

的方向转换，因而被称为 “平成农地改革”（岸康彦，２００９：９４）。

可以看出，战后日本农政部门在推进农业结构转换上有过很多尝试和努

力，其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意图也是明确和一贯的。但就日本农业的现状

来看，只能说，这些政策的实效乏善可陈。日本著名农业经济史专家晖峻众

三认为，“基本法农政”的理念是，通过使自立经营体成为日本农业的骨干，

实现工农业之间的收入均衡，但实际情况却与此背道而驰，从这一点来看的

话，只能说 “基本法农政”失败了。自立经营也好，食物自给率也好，在日

本政府过去提出的这些目标上，尽管进行了强力的政策推进，但最终都无功

而返 （晖峻众三，２００８：２０５、２７８）。

但是，在评价这一时期的日本农业结构政策时，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这一时期日本农业的平均经营规模并非毫无扩大。据统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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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农户①的户均耕地面积在１９７８年时是１０２公顷，１９９１年时是１４７公顷，

２０１９年时增至２５０公顷。但这样的户均耕地面积扩大主要是农业经营体总数

下降幅度 （７６％）显著超过农地总面积下降幅度 （４２％）所致 （图１）。② 而

且，这样的平均经营规模扩大仍然步幅过小，既未根本改变日本农业以小微

经营体为主的基本结构，更未能扭转同等劳动力情况下专业务农收入比不上

非农产业工薪收入的局面。?田洋三 （２０１２：１２３）估算，在日本，一个农户

要想靠专业务农获得与非农工薪家庭相当的职业收入，其农地经营面积应不

少于１０公顷。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日本农业平均经营规模虽有扩大，仍远不

足以实现 “基本法农政”所要达到的农业与非农产业均衡发展的目标。

图１　日本销售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 （１９７８—２０１９年）

而且，农户土地经营总规模的增大并不等于其所耕种地块的增大。日本

农林水产省２０１３年对市町村农业地块集中情况的调查发现，在调查涉及的９３

个经营体中，户均农地经营面积为１８４公顷，户均经营地块数为３１５块，地

块的平均面积为０５９公顷，各经营体所用最远地块的距离平均为４３公里；

以位于Ｔ县Ｎ市的认定农业者 Ａ为例，该专业稻作农户共经营耕地１６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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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销售农户”指经营耕地面积达３０日亩 （ア
#

ル）及以上或者农产品销售额达５０万日
元及以上的农户，不及这个规模的农户被称为 “自给农户”（自给的农家）。

本文所引用的日本农业数据，若无说明，均出自日本农林水产省网页中的 “统计情报”

栏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ｆｆｇｏｊｐ／ｊ／ｔｏｋｅｉ／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为免行文冗赘，文中恕不逐一注明
数据来源。



顷，但地块数却高达７０块，地块平均面积仅０２３公顷强，其住所离最远地块

的直线距离是５公里 （农林水产省，２０１４：７３）。显然，这样的农地集中所能

实现的生产效率提高是很有限的。

更重要的是，在评价农业经营规模的变化时不能只着眼于一国自身的纵

向比较，还须考虑世界范围的横向比较。如日本农林水产省在 《平成１９年度

食物、农业、农村动向》（农业白书）中指出，从２００６年的农户平均耕作农

地面积来看，日本虽然从１９６５年的１１公顷增至１８公顷，但与２００５年美国

的１８０２公顷和欧洲共同体的 １６９公顷相比还是差距很大 （农林水产省，

２００８：１６）。所以，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时期内，日本农业的经营小微

性依然很突出。

第二，这个时期内日本的农业发展逐步陷于困境，甚至面临存续危机，

并不等于日本的农民和农村也陷入了危机。相反，在战后经济发展中，日本

的农民和农村实现了整体脱贫，日本也消除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日本

农村和农民的脱贫却是与日本农业的持续衰退和萎缩同步推进的，这成为战

后日本经济发展中的独特景观。其要害在于，大量农业人口其实已经以非农

业收入为家庭主要生计来源，却仍长期不放弃作为家庭辅业的小微农业，而

是凭借现代农业技术和政府保护，以 “省力化”的方式粗放经营散碎农地，

甚至予以撂荒和弃耕。这成为导致日本农业效率低、发展慢、难自立的症结

所在。这不是 “基本法农政”所追求的，而是广大日本农户自发选择的结果。

日本农政的最大软肋是在遏制这一倾向上有心无力，多项制度设计和政策规

划流于空文。

二、农业结构政策失灵的后果

日本农业结构政策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日本农业的平均经营规模过小，

给日本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最突出且影响深远

的后果是日本农产品供应的进口依存度不断上升。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

在１９６０—２０１８年期间，日本的谷物、肉类、蔬菜、油脂这四类主要食物的国

内供需缺口持续扩大，不得不靠扩大进口来满足需求。其中，谷物供应的进

口依存度从 ３７５％升至 ７３２％，肉类供应的进口依存度从 １０３％升至

４６３％，蔬菜供应的进口依存度从０２％升至２０７％，油脂供应的进口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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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８１％升至３２３％。

食物供给的进口依存度持续走高的另一面就是食物自给率的一路下行。

据统计，从１９６０年到２０１８年，日本按热量计算的综合食物自给率从７９％降至

３７％，按生产额计算的综合食物自给率从９３％降至６６％，其主食谷物的自给

率从８９％降至５９％ （图２）。另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测算，２０１３年日本的谷物自

给率在世界１７３个国家中排第１２４位，在３５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成员国中排第３０位。在日本内阁府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份对普通民众所做的 “食物

供给特别舆论调查”中，约有７０％的受访者认为日本的食物自给率太低了

（农林水产省，２００７：４）。

图２　日本食物自给率走势 （１９６０—２０１８年）

农业结构政策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日本农业长期难以摆脱其生产上

的低效率和高成本，日本农产品的巨大国内外差价就是这一点的集中反映。

晖峻众三 （２００９：２６）指出，日本对大米征收了将近８００％的高关税。Ｍｕｌｇａｎ

（２０１５：９）认为，日本是唯一用高达百分之几百的关税 （如对大米是７００％，

而对魔芋是１０００％）来保护特定农业品的国家。陈仁安 （２０１８）指出： “按

照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的统计，２０１５年，日本的小麦、大米、大麦、大

豆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是其他发达国家的数倍，尤其是大米价格是澳大利亚

的１０倍，是美国的５倍。”尽管说法不一，但日本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大幅高

于国际市场价是基本事实。它表明，日本农业的生产效率显著低于国际市场

水平。

农业经营规模过小的另一后果是单个农户的农业总产出太少，因而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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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无法靠农业收入维持家庭生计。在这种情况下，若无非农收入来源，农

户会陷于贫困甚至破产。多数发达国家化解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是推动农业

人口的非农化转移，在不断降低人地比率的基础上，凭借资本替代劳力的技

术进步，扩大农业平均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由此实现农业从业

者与非农业从业者的收入趋同。但在日本，这样的农业结构转换并未实现。

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实现农民脱贫并消除城乡收入差别的主要途

径不是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日本农户在非农领域

中的受雇兼业。这反映在统计上就是日本农户中兼业农户的比重不断上升。

如日本的销售农户在统计中被分为 “主业农户”、“准主业农户”和 “副业农

户”三类，① 它们在销售农户中的比重，１９９６年时分别为２５２％、２８６％、

４６２％，到２０１９年，这三个比重分别变为２１２％、１５０％、６４６％。即销售

农户中，主业农户的比重长期不足三成，其余七成以上农户的收入主要靠非

农兼业。

另外，从农户净收入中的农业净收入占比来看，１９５０年是６８５％，１９６０

年降至５０２％，到２００３年更跌至１４３％。从２００４年起这项统计的口径有变，

使这一比重有所上升，但也只达到２４８％，２０１６年时为３５５％，２０１７年时为

３６３％，都远不及半数。可见，农业经营在多数日本农户中早已处于辅助

地位。

日本国土空间不大，大量农户可以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获得非农就业机会，

这是日本多数农户能普遍从事非农兼业的基本条件。而小微经营也使多数农

户可以在主要从事非农兼业的同时，用空余时间完成自家的农事作业。再加

上经济高成长时期日本农业实现了机械化和化学化，使小微农户的农事作业

负担大为减轻，更有条件从事非农兼业 （田林明、井口梓，２００５：９４）。也就

是说，在日本，快速的农业技术进步没有成为促进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

的手段，反而成了固化农业小微经营并助长农户兼业的利器。

日本农业中的这些问题使日本农业发展陷入了两个长期难以摆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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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大量农业从业者将主要精力投入非农兼业的同时，新增就业人

口中的青壮年很少进入农业就业，这导致农业就业人口趋于高龄化。据日本

的农林业普查数据，在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期间，日本销售农户中 “农业就业人

口”的平均年龄从５９１岁升至６６４岁。表１显示了日本农业从业者人数的年

龄段分布。可以看出，在１９７５年至２０１５年期间，６０岁以下年龄从业者的比

重从７８１％降至４２２％，而６０岁以上从业者的比重则从２１９％升至５７８％，

其中７０岁以上的从业者已超三成。日本农业正面临后继无人的前景。

表１　日本农业从业者年龄分布的推移 （１９７５—２０１５年）
单位：％

年份 ＜３０岁 ３０—４９岁 ５０—５９岁 ６０—６９岁 ≥７０岁

１９７５ １８１ ４０５ １９５ ２１９
１９８０ １４９ ３７３ ２３８ ２３９
１９８５ １２２ ３５５ ２５４ ２６９
１９９０ ９５ ３４３ ２２５ ３３７
１９９５ ７９ ３３２ １８９ ２５３ １４７
２０００ ９１ ２９２ １８２ ２２６ ２１０
２００５ ８４ ２３１ ２１４ ２０２ ２６９
２０１０ ８０ １９６ ２１０ ２１３ ３０１
２０１５ ６２ １７８ １８２ ２６８ ３１０

　　说明：从１９８５年起统计口径从所有农户中的农业从业人数改为销售农户中的农业从业
人数。

第二，农地弃耕和撂荒现象难以遏制。据统计，日本的耕地总面积在

１９６０年时为６０７１万公顷，到２０１６年时减至４４７１万公顷。这主要是因为，

日本的农地荒废速度超过了农地新增速度。以日本农地的废弃与扩张面积比为

例，１９５６年为０６１，１９５９年为１１０，１９７２年为２０２，１９９０年为３３３，２０１６年

为４９８，该比率的最高值出现在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７年，分别达到了８６９和８０４。

另据日本农林业普查的数据，日本的农地撂荒弃耕①率在１９５５年时为０１％，

在２０００年时为７４％，最近一次普查 （２０１５年）的结果是４４％ （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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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统计中的撂荒弃耕地是指在调查日的前一年内未得到任何耕种且以后几年内无耕种

打算的农地。



图３　日本农地撂荒弃耕情况 （１９５０—２０１５年）

这些现象都表明，日本农业不仅没能具备满足国内基本食物需求的能力，

且发展态势每况愈下，前景堪忧。如晖峻众三在 《日本农业１５０年———１８５０—

２０００年》一书中尖锐指出的：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另一面是在极端农业小国

的路上疾进 （晖峻众三，２００８：１）。２０１０年日本农林水产省向国会提交的农

业白书 （『平成２１年度食料·农业·农村の动向』）也坦陈：“现在的农业正

处于危机之中，农业从业者减少和高龄化、农业生产总额和农业收入骤减、

农地面积减少的情况都在持续，新加入者无几，农业正面临丧失其作为产业

存续下去的可能性。农村中也因过疏化和高龄化的进展以及收入机会的减少

而陷于凋敝，连地域共同体都难以为继了。”（农林水产省，２０１０：１）

三、日本农业结构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

关于农业结构政策何以成效不彰，日本政界和学界目前主要从四个方面

来探讨其原因。

（一）力保小微农户的日本农协

日本农协虽号称农民自治组织，但它是借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发展起来

的 （林秀弥、西泽雅道，２０１５：３５４—３５５）。从组织形态看，日本农协有三大

特点：首先，它囊括了日本几乎所有的农户，是一个全国一统的庞大组织；

其次，农协的业务活动除农业服务外，还包括信用、保险、医疗、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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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等，几乎覆盖了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素有 “万能店”

之称；再次，农协的整个组织系统分全国、都道府县和村庄三个层级，这种

金字塔型的层级组织体系使日本农协具有很强的组织统制性和社会动员力，

成为日本农政当局在乡村中贯彻农业政策的得力助手，因而日本农协一直有

政府 “农政分包商”之名 （本间正义、神门善久，２００４：４４—４７）。农协系统

与日本农政官僚集团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合作和依存关系。

日本农协赢得农民支持和拥护的基本途径是为农村居民提供服务。这主

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为农户 （尤其是小微兼业农户）提供全面的生产和

生活服务，二是为推动政府的农业保护而展开院外游说。

以农业经营为家庭辅业的小微兼业农户能够投入农事的时间和精力有限，

他们需要借助外部帮助来 “省力地”完成农事作业。而日本农协为农户提供

的产前、产后服务正好满足了兼业农户的这种需要。这是大量日本农户能在

长期从事全勤非农兼业的同时延续其小微农业经营的条件之一，也是大量农

户愿意响应农协政治动员的原因。在农协为农业保护而展开的政治游说中，

推动政府的米价保护是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因而日本政治史学者升味准之辅

认为，日本农协 “全年的最盛大活动，是规定米价时进行的请愿活动”（升味

准之辅，１９９７：１２１２）。

维护高米价不仅有利于稻作农户，也有利于农协巩固其政治权势。因为，

农协政治权势的根基在于农村人口，若任由市场波动调节稻米生产，当出现

稻米大量过剩、价格持续下跌时，低效率、高成本的小微兼业农户就会退出

农业。那样一来，农协政治动员力所赖以维系的选民基础会遭侵蚀。这是农

协要竭力避免的。因此，当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日本开始面临大米过剩时，政府

推出并得到农协支持的应对之策是对稻作部门实施 “生产调整”，即凭借财政

补贴让所有稻作农户削减种植面积，转种其他作物，俗称 “减反”。① 减反政

策直接阻碍了日本稻作农户中的优胜劣汰，但它对维护农协的权力基础却意

义重大。对此，日本著名评论家山下一仁的看法是：“抬高米价，使高成本、

低效率的大米兼业农户和高龄农户滞留下来，并致稻米农业衰退，反而带来

了农协的进一步发展。” （山下一仁，２０１７：３２）与此相关，日本农协还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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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



本社会中反对农业对外开放的主要政治势力。本间正义、神门善久 （２００４：

４２）认为，农协的作用，简言之，就是努力保护农村中正不断崩溃的传统村

落结构并维护农村这个首屈一指的票仓。可以说，日本农协是日本小微农业

的坚定代言者和维护者。

（二）日本选举制度的偏向

与此同时，日本的政党政客与日本乡村居民之间也有种种割不断、理还

乱的相互依存关系。

据升味准之辅在 《日本政治史》一书中介绍，日本诸中央省厅掌控着数

十种乃至数百种补助金，许多地方自治体要靠政府补助金维持运营。地方自

治体和利益团体与政党政客共同形成了政府补贴的 “请愿体系”。政客们利用

这个体系谋求自己的当选或晋升，地方自治体和利益团体则通过为政客助选

以谋取政府资金分配和政策制定上的好处。这样的利益分配体系在１９６０年前

后成形，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达于极致。在这样的利益交换中，日本农协凭借

其在乡村中掌控的巨大组织网络，拥有着很强的政治影响力，往往能决定政

客的命运沉浮。如升味准之辅所指出的：“农协的威力在于四千几百个基层农

协在各自选区的拉票能力。特别是在农村选举区，农协的日常活动事实上就

是搞选举运动，对当选与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升味准之辅，１９９７：１１３５、

１２０９、１２１３）

使农村选民与政党政客间这种利益依存关系得以长期维系的重要条件是，

日本国会议员名额在城市选区和乡村选区间的分配与日本人口的城乡分布明

显错位，人口密度低的乡村选区议员名额多，人口密度高的城市选区议员名

额少，从而乡村选票的政治权重显著高于城市选票。差异最大时，乡村与城

市的选票权重比在参院选举中超过了６∶１，在众院选举中超过了３∶１。１９９４年

日本改革了选举制度，缩小了乡村与城市选票的政治权重比，但差距仍很显

著，在参院选举中约为５∶１，在众院选举中略高于２∶１（本间正义、神门善

久，２００４：４０）。由此导致 “仅占就业人口３８％的农业人口却掌握着相当于

其人数规模２—５倍的选票”。而且，城市居民成分繁杂，政治倾向多歧，因

而城市选票倾向于分散；而乡村居民因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的同质性强，政

治态度易于趋同，因而乡村选票倾向于集中。所以，对于任何想要胜选的日

本政党来讲，“乡村选区不仅是个大票仓，而且还是定胜负的要害票仓”（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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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权，２０１５）。

２００７年，日本政府推出了两项重要的农政改革。一项是放弃以往向所有

农户发放生产补贴的做法，改为只向达到一定经营规模 （北海道１２公顷以

上，其他都道府县４公顷以上）的经营体发补贴，从而把单个小微农户排除

在政府的补贴对象之外。另一项是下放生产调整的计划制定权，减少政府

（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农业生产过程的直接干预 （田家邦明，２０１６：１８３；农

林水产省，２００６：１０７）。但这项政策弱化了各地农户在生产调整上的努力，

引发当年稻米价格大跌，政府不得不中途停止执行这项改革，重掌生产调整

控制权。这引发了小微农户和农协方面的广泛不满，导致执政的自民党在

２００７年参议院选举中败北，并在２００９年大选中下台，戏剧性地印证了日本政

界的一句俗话——— “只要怠慢农业票，选举一定要遭殃”。①

这表明，日本的政党政客、农政官僚集团和农协系统，围绕日本农业政

策的制定和贯彻，形成了牢固的利益交换关系，农业结构政策与该既得利益

格局的冲突阻碍了日本农业结构政策的有效贯彻。

（三）日本农地管理制度的失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通过农地改革，形成了地权高度分散的小

农生产体系，且１９５２年颁布的 《农地法》出于保护佃耕权的考虑，对地主的

土地权益严加管制，使出租土地的地主难以在需要时收回土地。这显著抑制

了农地所有者出租土地的意愿，妨碍了农地的流转和集中。而且，在战后的

经济发展中，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对农地非农化转用的需

求不断增加，引发农地非农化转用的价格持续攀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农

户虽已不靠农地维持生计，却仍抓住农地所有权待价而沽，为此甚至不惜任

其农地闲置和荒废。而在日本，以撂荒方式保有农地的成本是每年缴纳１０００

日元的固定资产税；若进入交易，农地的价格为一坪 （约３３平方米）７０００

日元；若转为非农业用地，地价就猛增至一坪 １５万日元 （高强、孔祥智，

２０１３）。这助长了日本农村居民持有农地的倾向，使农地弃耕和撂荒现象难以

遏制，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保有土地非农户”。②

０５

经济思想史学刊　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①
②

“农业票を无下にすると、选
$

で痛い目に遭う。”见内田龙之介 （２０１８：１２９）。
根据定义，保有土地非农户是指农户以外拥有５日亩及以上耕地或弃耕地的家庭。



从表２可见，在１９７５年至２０１５年的４０年间，保有土地非农户占日本土

地所有者总数的比例从５２％升至３９６％。同时，保有土地非农户所拥有农地

中的弃耕地面积比重也呈上升趋势，从 １９７５年的 ２４５９％升至 ２０１５年的

４８４９％，而有地非农户的户均弃耕地面积一直明显高于全体农户。

表２　日本农村中的保有土地非农户及其农地弃耕

年份

农地保有者中有地

非农户占比（％）
（１）

保有土地非农户的农地弃耕 户均弃耕面积（公顷）

面积（万公顷） 占比（％） 全体农户 有地非农户

（２） （３） （４） （５）

１９７５ ５２ ３２３ ２４５９ ００２ ０１２

１９８０ ６３ ３１３ ２５４６ ００２ ０１０

１９８５ ９２ ３８１ ２８２２ ００３ ００９

１９９０ １６８ ６６１ ３０５０ ００４ ００９

１９９５ ２０８ ８２５ ３３７９ ００５ ００９

２０００ ２６０ １３２８ ３８７３ ００７ ０１２

２００５ ２９７ １６２４ ４２１０ ００８ ０１４

２０１０ ３５２ １８１８ ４５９２ ００８ 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３９６ ２０５１ ４８４９ ０１０ ０１５

　　

表３的数据来自日本农林水产省２０１４年２月就 “弃耕地意向和实况”对

日本所有市町村所做的问卷调查 （回收率９１９％），从中可以看出，农地所有

者已经离农仍不愿放弃农地，以及劳力不足、后继无人，是两类最重要的农

地荒废原因。

表３　导致农地闲置荒废的主要原因 （２０１４年）

原因类型 比例

资产保有意识强、保有土地非农户、不在地主农户、离农 ２９％

高龄化、劳力不足、后继无人 ２６％

因价格低迷、生产调整等原因无合适种植作物 ２３％

农地未整治，坡地、低湿地等耕作条件差 １７％

鸟兽危害严重 ５％

　　资料来源：农林水产省 「荒
%

农地の现状と
&

策について」，平成２９年 （２０１７年）７
月，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ｆｆｇｏｊｐ／ｊ／ｎｏｕｓｉｎ／ｔｉｋｅｉ／ｈｏｕｋｉｔｉ／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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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遏制农地弃耕撂荒势头，日本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起就开始调整相关法

律，鼓励农地出租，并设置法律措施以矫治闲置和荒废农地的土地不当利用

行为。如１９６９年制定的 《农业振兴地域整备法》首次明确，市町村行政领导

机构有权干预对农地的不当利用行为。１９７５年修订该法时又进一步规定，若

闲置农地的所有者不服从市町村的矫正措施，可由知事裁定就相关农地设置

“特定利用权”，将不当利用农地的耕种权转移给其他农业经营者。１９８９年制

定的 《农用地利用增进法》和１９９３年制定的 《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延

续了这些规定。

但就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日本农村基层的市町村领导机构对贯彻这类法

律规定普遍持消极态度，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基本上被束之高阁 （绪方贤一，

２０１３：７５—１０３）。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日本实行地方自治，乡村地区的

市町村领导层由乡村社区居民选举产生，因而乡村基层自治体很难违背乡村

居民的意愿，厉行国家确保农地农用的法律规定。桥本贵义 （２００９：２８）指

出，法律规定原则上农村社区可每五年一次调整其农用地范围，但很多地方

其实是平均１５年就调整一次，且这种调整主要不是为适应当地农业发展的需

要，而是为了将一块块农地从农用地范围中划出来，以便于非农化转用。可

见，在日本，确保农地农用的政策执行机制其实处于严重的机能障碍状态。

这也被认为是导致日本农业结构政策失败的一个原因。

（四）支撑小微农户的社会意识基础

日本国土狭窄，多山地，少平原，且人口稠密，其农业发展长期面临人

多地少、农民贫困的压力，因而保护小农的社会意识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据日本农政评论家山下一仁的梳理，明治时期，日本农政界围绕农业发展路

径就有过 “大农论”和 “小农论”之争。“大农论”主张转移农业人口，推

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农业发展政策的重点；而 “小农

论”主张维持和保护以小微农户为主体的传统农业结构，将提高土地产出率

作为农业发展政策的重点。当时，“小农论”占上风，成为日本农政的主流理

念。而且，人多地少对土地所有者有利，地主阶级普遍拥护 “小农论”，凡有

利于降低人地比率的政策都遭到地主势力的反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过激进的农地改革，地主阶级风光不再，但

日本农协取代地主阶级，继承了战前的 “小农主义”农政观，成为日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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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维护小微农业的主力 （山下一仁，２０１７：１—４６）。而且，随着经济高成长

和人均收入提高，高粮价在战后日本不再成为社会问题，从而日本社会对高

成本的小微农业有了更大的容忍度 （
'

本洋哉，２００３：４２—４３），这就为小农

保护论在当代日本农政中的延续奠定了有利的社会意识基础。因此，１９６１年

《农业基本法》草案被付诸立法审议时，日本社会舆论曾发出过强烈的质疑，斥

其为 “意欲抛弃小微农户的政策”（晖峻众三，２００８：１７８）。有社会党议员甚至

称该法案是 “从垄断资本立场出发的经济合理主义，公然亮出了斩首贫农的取

向”（岸康彦，２００９：１１４）。

这样的社会意识还影响了日本国会议员名额的城乡分配。如和田淳一郎

（１９９５：５８—６７）提到，在日本学界和媒体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在经济、

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都广泛受益，而人口过疏化的乡村却并未同等受益，为此

有必要让乡村居民享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不应该在乡村和城市间平等分配

议员名额。

但不少研究者认为，这样的小农保护论完全脱离日本社会实际，因为日

本早已消除了城乡差异，日本的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

治上都已不居弱势。如岸康彦 （２００９：１１４）就指出：“‘小微农’未必就是

‘贫农’，实际上，从事 ‘规模化经营’的大农户反倒因农产品价格低迷而苦

恼。”山下一仁 （２０１７：３）也认为：“兼业农户是小农，但并非贫农。”本间

正义、神门善久 （２００４：４２、３９）更是明言：“在当今的日本经济中，小微兼

业农户在总体上已享有高于都市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现实中，农业干预

一直在做的事情其实是，不受惠的多数人 （都市消费者或纳税人）蒙受牺牲，

受惠的少数人 （小规模兼业农户）受到保护”。

可见，在目前日本社会中，传统的小农主义农政观早已失去合理性，但

它依然影响深远，是长期支持小农保护农政观的意识形态土壤。

总之，日本农业结构政策的失败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而有其复杂的社

会、历史渊源。

四、日本农业保护面临的国际冲击

在梳理日本农业结构政策成效不彰的原因时还有一个方面的因素是必须

注意的，这就是战后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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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战后日本力图靠政府干预守护国内农产品市场，但从结局来看，日

本在农业上只守住了稻米市场。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日本就对玉米和饲料谷

物进口实行了自由化，６０年代初对大豆、裸麦、新鲜蔬菜的进口实行了自由

化，７０年代实现了水果和猪肉制品的进口自由化，９０年代实现了麦类、牛肉、

乳制品的进口自由化。目前，日本除大米市场外，其他多数农产品市场几乎

都已失守 （晖峻众三，２００８：１７４）。

日本守不住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基本原因除了日本农业效率低、竞争力弱

之外，还与日本经济的两个结构性因素有关。

首先是国外的美国因素。由于战后日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美国结盟，

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使得美国对日本的国内农业政策拥有了很大的

影响力。而美国是世界农产品出口大国，美国的盟国都很难拒绝进口美国农

产品。如１９５３年，美国农产品大量过剩，为消除农产品积压，美国将扩大农

产品出口与对外经援相结合，允许受援国将销售美国农产品的收入转作美国

对该国的经援款。当时的日本因此而进口了大量美国农产品，并不得不为此

而削减国内在麦类等主粮上的增产计划。

１９５２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１９５５年日本成为关贸总协定

（ＧＡＴＴ）的正式成员，１９６４年日本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日本

经济全面融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贸易体系。在此过程中，日本的谷物 （不

含大米）进口也逐年增加，谷物自给率也从 １９５５年的 ８８％降至 １９６５年的

６２％，而耕地利用率和水田复种指数则急速下降。

其次是国内的工商产业因素。日本的重化学工业以及家用电器、汽车等

民用工业在战后崛起并拥有了全球竞争力，成为引领战后日本经济成长的主

导产业。对这些制造业来讲，对外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越是自由化，其发展空

间就越大。因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作为日本工商产业的利益代表，是自

由贸易的坚定鼓吹者，也是日本国内支持农业对外开放的主力。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起，日本的贸易收支盈余成为常态，并引发对外贸

易摩擦。１９８５年日本的贸易盈余达到４６１亿美元，其中对美贸易盈余占８６％。

为此，美国通过１９８５年的 “广场协议”和１９８７年的 “卢浮宫协议”施压日

本开放国内市场，扩大进口，以消除贸易盈余。面对美国的高压，日本只得

让步。如Ｍｕｌｇａｎ（２０１５：１６）所指出的：美国威胁要报复日本经济，而日本

的回应是对美方贸易需求做出让步，这已成为一种高度固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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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政府来讲，实施农业保护是花钱的事，而推动工商业外向发展是

赚钱的事。日本政府再重视农业保护，也很难为此而牺牲日本工商业的对外

拓展。这两者间的矛盾常常成为日本政府平衡贸易政策需要和农业保护需要

时的棘手难题。如山泽逸平 （２０１５：４５—５９）指出的，日本谋求与多国建立

双边的自贸区 （ＦＴＡ／ＥＰＡ）以及更为开放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ＴＰＰ），但在

这类谈判中，日本政府的最大软肋仍然是其对国内稻作部门的保护。

正是在这一点上，显露出了战后日本农业政策中的一个致命缺陷，即日

本农政当局在农业结构政策的设计上只注意了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业与非农产

业的平衡发展，没有注意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当大量日本农户靠非农兼

业提高收入并实现脱贫后，日本农政当局便听任其农业结构政策处于休克状

态，并迫于外部压力而开放了国内农产品市场，以致日本农业在面对外来农

产品的进口冲击时毫无还手之力。所以日本著名农经学者本间正义认为：关

于日本农业所面临的课题，可以举出很多，如从业者高龄化及后继无人、农

地集中滞后等等，但最基本的问题是，没有构筑起与全球化相契合的农业

（本间正义，２０１８）。

?田洋三 （２０１２：１１８）比较了战后日本在制造业保护和农业保护上的明

显不同：对于制造业，保护政策的目的在于促进 “来钱的重化学工业品出

口”，因而力求通过保护来提高生产率，强化国际竞争力，一旦这个目的达到

了，就不再需要保护；与此相反，对于农业，目的在于保护小微农户，根本

就没有考虑过强化国际竞争力。?松信久 （２０１８：４５）在比较日本和欧盟在

农业保护上的不同做法时指出：在应对农产品过剩问题上，欧盟是通过政府

补贴鼓励农民向外输出农产品，而日本却通过补贴要求农民限产 （减反）；欧

盟的做法为振兴欧盟农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 “日本的减反政策使日本农业

陷于萎缩和弱化是毋庸置疑的了”。

政策上忽视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后果不仅是那些被归入 “选择性缩小”范

畴的农业门类在进口农产品的挤压下苦苦挣扎，而且就是一直受到全力保护、

自给率至今仍在９０％以上的稻作部门，也同样面临着以从业者高龄化、后继

乏人、农地闲置为标志的发展困境。表４显示，在日本种植业中，稻作部门的

发展境况并不比其他部门更好，就高龄化而言还超过了其他部门。２０１８年，

稻作农户占日本全部农业经营体的４８４％，日本举国护卫稻米生产其实只是

维护了这部分农户的利益，并没能为日本构建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稻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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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政保护了日本农民的利益，却损害了日本农业的发展，可见农民利益

与农业发展未必总能协调一致。

表４　日本主要种植业门类的发展困境 （２０１５年）

农业门类

单一经营销售农户１ 农业经营体

农业就业人口

平均年龄（岁）

农业就业人口中６０
岁以上者占比（％）

家中无继业者

户占比（％）
未种植耕地面积

占比（％）

日本全国 ６６４ ７６８ ７０１ ４１

稻米 ６８９ ８５４ ６８３ ４８

麦类 ６７６ ８２１ ７６１ ２１

杂谷、薯类、豆类 ６６８ ７６１ ７９４ ３４

工艺农作物 ６４９ ７０８ ７８７ ２２

露天蔬菜 ６４６ ７０８ ７２１ ６７

设施蔬菜 ６０３ ５８４ ７１４ １１２

果树类 ６５９ ７４５ ７４７ ２４

花木 ６１７ ６２４ ７１９ ９２

其他作物 ６４６ ７２３ ７３６ ３３

　　注：１某种农产品的 “单一经营”户是指该农户生产这种农产品的销售额占该农户全

部销售额的八成以上。２０１８年这类农户在日本全部农业经营体中的比重将近８０％。

五、日本农业现状对中国农业政策的镜鉴意义

日本农业发展现状对当前中国农业政策研究有重要的镜鉴意义，因为当

前中国农业发展正面临着与日本农业相似的难题。

就农地经营规模来看，中国的绝大多数农业经营体是小微农户。过小的

农业经营规模使绝大多数中国农户无法靠专业务农维持家庭生计，必须从事

非农兼业。这引发了农村青壮年大量离农，留守农村的中老年和女性农民成

了农业生产的主力，以致有研究者直陈，中国农业面临 “接班人危机”（韩占

兵，２０１４）。受此影响，中国的农业经营在趋于粗放化 （彭华等，２０１４；何小

勤，２０１３），同时农地撂荒现象也难以遏制 （袁淑宁、高
(

，２０２０）。

由此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产品 （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成本和价格

显著高于国际市场水平，使我国农产品的贸易竞争力不断弱化。结果，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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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粮食持续过剩的情况下，我国的粮食进口量却连年大增 （刘泽莹、韩一军，

２０２０）。而且，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虽显著高于国际水平，但中国农民的农业收

入却很有限，还常要面临亏损。为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每年向农民

提供了大量的种植补贴，但补贴的实际效果却不如人意。

农业生产效率低、农民务农收入差以及随之而来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离

农，使许多乡村社区面临人口流失、产业萎缩、村庄衰败的 “空心化”前景，

其与农民老龄化和农业弱化一起，被并称为当前中国的 “新三农问题”（项继

权、周长友，２０１７）。

所有这些问题几乎都是日本农业和农村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就已遇到了

的。因此可以说，当前日本农业的发展困境可被视为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

敲响了警钟，深入研究日本农政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认清中国农业所面

临的挑战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在这方面，有两个关系尤其值得深思。

第一，农民、农村的脱贫和发展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关系。世界多数发

达国家是通过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农村发展和

农民脱贫的，但日本却是在农业规模化经营进展缓慢、农业劳动生产率少有

提高的情况下，靠农民大范围的非农兼业实现了农村发展和农民脱贫。这种

做法维护了日本农民的利益，却阻碍了日本农业的结构改善和效率提高，对

日本农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可谓后患无穷。

第二，农业自立与农业对外开放的关系。战后日本力图靠行政化管制和

关税保护来实现农业的自立和持续发展。这是一种缺乏全球化视角的农业发

展观，它未意识到，随着日本经济的全球化，日本不可能只推动其工商产业

的外向发展，不开放本国的农产品市场。由于这样的认识偏差，日本未能将

农业结构政策与培育日本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结合起来，并在本国农业缺乏国

际竞争力的情况下对外开放了本国农产品市场，致使日本农业丧失了作为产

业的自立基础。

这两个问题也是当前中国农业发展所无法回避的，中国农政研究者需冷

静思考中国农业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政策定位和基本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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